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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志 ( ethnography)作为民族学重要的组成部分 ,完整地表现了人类学家田野调查的记




话原型在意大利尼米湖地区的仪式叙事 : 在当地庙宇有一棵神圣树 ,便是传说中的“金枝 ”。
它由获得“森林之王”称号的祭司守护着 ,任何觊觎者若能在与祭司的争斗中杀死他 ,便可得
到祭司之位和“森林之王”的称号。所以 ,它便成了“决定命运的金枝”。这一神话叙事不仅经








究包含着两个相互关联的部分 : 第一 ,人类学家对研究对象进行现场性“参与观察 ”,即所谓
“田野调查”; 第二 ,民族志者在调查的基础上进行描述性文本写作。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志表
述主要体现为“文字文本”,即“志”的书写记录。众所周知 ,传统的民族志素以“科学 ”为圭臬
和标榜。早在 19世纪的初、中叶 ,人类学就被置于“自然科学 ”的范畴 ,被称为“人的科学 ”。④
马林诺夫斯基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中除了确立“科学人类学的民族志”的原则外 ,更对民族








参见 T. Barfield ( ed. ) , The D ictionary of Anthropology, UK, B lackwell Publishing, 2003, p. 157。
参见 J. G. Frazer, The Golden B ough———A S tudy in M agic and Relig ion , New York, TheMacm illan Company, 1947, pp. 1 - 9。
同上 ,第 1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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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论”和“实验科学”学理依据 ,进一步地确认民族志为“文化的科学 ”。① 由于人类学属于“整
体研究”(whole) ,因此 ,总体上可归入“形态结构的科学 ”范畴。② 然而 ,对人类学的“科学 ”的
认定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不言而喻的争议性 ,无论是就科学的性质抑或是叙事范式而言都是如




观因素”与“科学原则”之间的距离 ? 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迄今为止仍见仁见智。 ( 2)“文
献文本”属于文学性表述 ,尤其是最近几十年 ,民族志的“文学性”(比如文学的隐喻法、形象表
达、叙事等 )影响了民族志的记录方式———从最初的观察 ,再到民族志“作品 ”的完成 ,到阅读
活动中“获得意义”的方式。④ 因此 ,“写文化 ”(writing culture)便成为民族志无法回避和省略
的反思性问题。
对于第一个问题 ,即人类学家对民族志田野的“叙事范式”,在 20世纪初、中叶 ,经过连续
两三代社会科学家们的努力 ,已经形成并得到公认。田野调查基于较长时间 (一年以上 )的现
场经历 ,这对于一般民族志研究而言已得到了普遍的认可。比如早期的民族志研究都以如下
案例为典范 : 博厄斯在巴芬岛爱斯基摩人中为期两年 ( 1880—1882年 )的调查 ; ⑤ 拉德克利
夫 - 布朗在印度洋安达曼岛上两年 (1906—1908年 )的研究 ; ⑥以及马林诺夫斯基在美拉尼西
亚东部的特洛布里安岛上四年的研究 ( 1914—1918年 )等。⑦ 但对于人类学家在田野调查中
“主体的对象化”问题存在不同的看法 , 比如过分“自我的他化 ”可能被认为是“植入其中 ”或




基本原则并未受到根本的质疑和改变。按照帕克 ( Park)的说法 ,这种研究原则和方法有别于
“图书馆式”的研究原则和方法 ,帕克将其形象地描述为“在实际的研究中把你的手弄得脏兮
兮的”。⑨ 据此 ,民族志者亦被戏称为“现实主义者”。
第二个问题 ,即“文献文本”属于文学性表述 ,较之第一个问题则完全不同 : 虽然在表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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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 ,第 32页。
参见 F. Boas, “The Central Eskimo”, in (U. S. ) Bureau of American Ethnology, S ixth Annual Report, W ashington, D. C. ,
Sm ithsonian Institute, 1888, pp. 399 - 669。
参见 A. R. Radcliffe - B rown, The Andam an Island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2。
参见 B. Malinowski, A rgonauts of the W est Pacific: An Account of N ative Enterprise and Adventure in the A rchipelagoes of
M elanesian N ew Guinea , London, London School of Econom ics, 1922。
参见 N. H. H. Graburn, “The Ethnographic Tourist”, in Graham M. S. Dann ( eds. ) , The Tourist as a M etaphor of the Socia l
W orld, Trowbridge, Cromwell Press, 2002, p. 21。
帕克 (R. Park)于 20世纪 20年代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时对他的学生所做的著名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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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认可 ,而且关乎人类学家在身份上属于“科学家 ”抑或“作家 ”的问题。从历史上看 ,文化人
类学的先驱们曾热衷于将自己视为“文人 ”(men - of - letters) ,如弗雷泽、泰勒、哈里森、雷纳、
穆勒、史密斯等 ;或者干脆把人类学当作研究语言和文学的科学。① 这些打着“科学 ”旗帜的先
驱们中的一些人 ,也因同样的原因被人讥讽 ,比如弗雷泽便被其晚辈戏称为“太师椅上的人类
学家”。② 然而时过境迁 ,当代一批有影响的人类学家 ,如克利夫 ·格尔兹、维克多 ·特纳、玛
丽·道格拉斯、列维 - 斯特劳斯、爱德蒙·利奇等都对文学理论和实践感兴趣。至于早期的人
类学家们 ,像玛格丽特·米德、爱德华·萨丕尔、露丝 ·本尼迪克特等 ,既是人类学家 ,同时他
们也把自己视为文学艺术家。③“文学 ”在这里不只是对一个艺术门类的言说 ,也不只是指人















格尔兹在《事实之后》(A fter the Fact)一书中 ,以民族志者面对不同的“异文化 ”场景和长
时间“事实”变迁为题 ,以现代性的视野开宗明义 : “让我们设想一下 : 当一个人类学家在四十
年间卷入到两个地方的事务 ,一个是东南亚的村镇 ,另一个则是北美边陲的村镇时 ,你会说它
们已经发生了变化 ;你会对那些变化进行对比 ,描述当地人民过去的生活和现在的形貌。你会
以一种叙事方式 ,即以故事来讲述事物之间的关联性 : 从一种形态变到第二种形态 ,再成为第








参见 M. Freedman, M ain Trends in Socia l and Cultura l Anthropology, New York & London, Holmes & Meier Publishers, Inc. ,
1979, pp. 62 -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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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林诺夫斯基则认为 ,那些材料是不可靠的 ,因为那些提供材料的人“缺乏专业训练 ”,存在着




有意思的是 ,以格尔兹为代表的解释主义人类学在坚持“田野作业 ”的基础上 ,对各类文
学文本、口述材料等持相对宽容的态度。原因是 : 在他们眼里 ,“田野 ”和“文本 ”都属于同性






重性和意义的多重性 ,即“眨眼 ”的事实只有一个 ,意义却是多种多样的 :可能是纯粹生理性
的 ,可能是对某一个人的故意行为 ,可能是在特殊语境中意义结构的表述。所以“眨眼 ”的事
实与意义有着不同的解释。他的结论是 ,综观社会行为的象征王国———艺术、宗教、意识形态、










F. Geertz, After the Fact: Two Countries, Four D ecades, O ne Anthropologi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1 - 2.
参见 F. Geertz, After the Fact: Two Countries, Four D ecades, O ne Anthropologist, pp. 96 - 97。
从某种意义上说 ,马林诺夫斯基与弗雷泽之间的关系———包括辈份关系和学理关系 ,都是继承与创新的师徒关系。马氏
尚在大学读物理学的时候 ,就着迷于弗雷泽的《金枝 》,甚至可以说 ,是弗雷泽和他的《金枝 》将马林诺夫斯基引入到人类学领域
的。有意思的是 ,《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出版时 ,马林诺夫斯基正是请弗雷泽为之作序。
〔英〕马林诺夫斯基著、梁永佳等译 : 《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第 4页。
参见 F. Geertz, The In terpreta tion of Cultur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p.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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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者的主体性意见 ,像作者一样“写”出来的东西。甚至直截了当地将同是“作者 ”的人类学家


















控制事件并使之产生人们期待的效果。”②我们很清楚地看到 : 一方面 ,人类学家在田野作业
中努力采用“实践科学”的方法和手段 ,以获得客观事实的科学性 ;另一方面 ,他们针对客观事
实所做出多样性、个性化的解释。
文本可以类同于一种叙事。叙事经常被比喻为故事的讲述。人总介入于“故事 ”之中。
理查德森认为 ,人类的本质有多种表现形式 ,除了人的“生物存在和经济存在 ”之外 ,还有一个
基本的属性 ,即“讲故事者”( storyteller)。它表明 ,“社会人 ”总脱离不了社会和历史的情境。
从这个意义上说 ,人都在故事之中 ,同时故事又确认人的讲述时态与语境。人是故事的制造
者 ,故事又使人变得更为丰富 ;人是故事的主角 ,故事又使得人更富有传奇色彩 ;人是故事的讲
述者 ,故事又使人变得充满了想象。在这里 ,叙事本身具有自身的功能—结构性质。格尔兹试
图通过“事实之后”的命题告诉人们 ,获得“事实 ”不是最重要的 ,“事实 ”包含着阐发的多种可
能性 ,那才是至关重要的。另外 ,我们有必要强调 ,“叙事文本 ”也是一种客观性的物质存在。
文本成为“文字类型的表述”也会产生类似于历史神话的成因和逻辑 :在虚拟与事实、主观与
客观的内部关系的结构中再生产出超越对简单真实的追求 ,而寻找到另外一种真实———“诗






参见 M. Manganaro, M odernist Anthropology: From Field to Tex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15 - 16。
S. L. Kidder, W rightsm an and Cook’s Research M ethods in Socia l Rela tions, New York, Holt - Saunders, 1981, p. 13.
参见 M. Sahlins, H istorica l M etaphors and M y th ica l R ea lities, Ann A rbor, The University of M ichigan Press, 1981, pp.
10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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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装饰之美 ”: 一种民族志范式的困惑
列维 - 斯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 》中曾对旅行中所观察现象的复杂性表示困惑 :“我所做
的正是一个空间考古学家的本分工作 ,锲而不舍地要从残片遗物中去重现早已不存在的地方
色彩 ,不过这种工作是徒劳无功的 ⋯⋯有这种认识以后 ,幻想便开始一步一步地布下它的陷
阱。我开始希望我能活在能够做真正的旅行的时代里 ,能够真正看到没有被破坏、没有被污
染、没有被弄乱的奇观异景其本来面貌。”①





说 :“我将后现代定义为对元叙事的怀疑态度。”②具体地说 : “后现代应当是这样一种情形 :
在现代的范围以内表象自身的形式使不可以表现之物实现出来 ;它本身也排斥优美形式的愉
悦 ,排斥趣味的同一 ,因为那种同一有可能集体来分享对难以企及的往事的缅怀 ;它往往寻求
新的表现 ,其目的并非是为了享有它们 ,倒是为了传达一种强烈的不可表现之感。”③ 20世纪




“后现代”展现出以下三个方面的明显特征 ,同时三者又具有互证性 : ( 1)移动性 /多样性。
“全球化”使得“现代性”叙事更加充分 ,不限于政治、经济领域 ,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也出现
空前的“移动—流动”景象。学者根据“全球化的文化潮流 ”的变化情形 ,归纳出了五种“移
动—流动”的图景 : 族群图景 ( ethnoscape) ,技术图景 ( technoscape) ,财经图景 ( finanscape) ,观
念图景 ( ideoscape)和媒体图景 (mediascape)。⑤ 后现代社会的这种移动属性使文化呈现出与
传统意义不同的多样性。 (2)扩容性 /增值性。后现代主义的移动属性通过大规模的群众旅
游活动使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扩容性 ”,即“社会内存 ”空前扩大 ,它必然导致表述上的另
一个特征 :“形象和象征的增殖与扩大。”⑥民族志要在这一个特定的情境中去观察对象的变
化 ,并把它看成一个由“符号”( signs)和“象征”( symbols)构造的系统。⑦ 民族志在当代旅游文










〔法〕列维 - 斯特劳斯著、王志明译 : 《忧郁的热带》,三联书店 , 2000年 ,第 36—39页。
〔法〕让·费郎索瓦·利奥塔德 :《后现代状态 : 关于知识的报告》,载王岳川、尚水编 :《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 》,北京大
学出版社 , 1992年 ,第 26页。
〔法〕让·费郎索瓦·利奥塔德 :《何谓后现代状态 ?》,载王岳川、尚水编 :《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第 52页。
参见 F. Jameson, “Postmodernism and Consumer Society”, in Hal Foster ( ed. ) Postm odern Culture, London, Pluto, 1985, pp.
111 - 125。
参见 A. Appadurai, “D isjuncture and D ifference in the Global Cultural Economy”, in M ike Featherstone ( ed. ) , Global Culture,
N ationalism , Globaliza tion, and M odernity, London, Sage, 1990, pp. 295 - 310。
S. Lash & J. U rry, Econom ies of S igns and Space, London, Sage, 1994, p. 256.
参见 J. U rry, The Tourism Gaze,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2, p.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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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性、互动性、多边界社会 ;技术主义又加剧和强化了对文化的“装饰 ”作用 ,致使民族者首先
必须对对象的“真实性”进行甄别和确认。①
当传统的研究对象发生了变化 ,民族志的方法和范式势必也要产生变革。今天的民族志
者要如何面对“旅游文化”? 如何观察没有固定空间、没有确定的单位边界 ? 以什么方式获取












在进行多方面的试验。格拉伯恩 ( Graburn)教授曾经采用一套组合方法对游客进行调查 (包括
一些人类学家或其他学科的学者采用民族志方式对世界上一些代表性的旅游目的地、游客类
型的归类 ) ,值得我们借鉴 ,具体情况见下表 :
移动群体的民族志研究方法
1 2 3 4 5 6 7 8 9
旅行中参与式观察 3 3 3 3 3 3
旅行前、后的参与式观察 3 3 3 3 3
随机访问 3 3 3 3 3 3
问卷 3 3
日志 3
访谈 3 3 3
档案 3 3 3
电视、媒体 3 3 3
群体认同 3 3 3 3 3 3
　　注 :表中数字代表研究者及其研究的移动群体。“1”: N ·弗雷 (N. Frey) ,在西班牙和其他欧
洲国家的游客。“2”: T·塞兰尼米 ( T. Selann iem i) ,在地中海和芬兰的游客。“3”: D·A·康斯和
D·R·康斯 ,在美国和加拿大的游客。“4”: N ·格拉伯恩 ,在日本的日本游客和中国游客。“5”:
J·比尔 (J. B eer) ,在东亚和东南亚的日本游客。“6”: J·黑斯廷斯 ( J. Hastings) ,在跨太平洋游艇
上的美国游客。“7”: P·范登 ·伯格 ( P. V an den B erghe) ,在墨西哥的北美游客和欧洲游客。
“8”: J·哈里森 ( J. Harrison) ,在加拿大的加拿大游客 ; M ·利特尔 (M. L ittrel) ,在美国的美国游
客。“9”: 山夏 (S. Yam ashita) ,在巴里的日本游客。
资料来源 :参见 N. H. H. Graburn,“The Ethnographic Tourist”, in Graham M. S. D ann ( ed. ) , The
Tourist as a Metaphor of the SocialWorld, 2002。
04
① 参见彭兆荣 :《民族志视野中的“真实性”多种样态》,载《中国社会科学》, 2006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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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世纪下半叶以来 ,民族志研究带有明显的“空间的实践 ”( spatial p ractices) ①和“非
地方性”( non - p laces)特征 , ②因而被称为“构建田野”( constructing the field)。③ 那么 ,面对如
此诡谲和充满变幻的社会情境 ,“非参与观察”的民族志研究是否成为可能 ? 它是否预示着民
族志实践进入到一种“实验的时代”? 这不仅意味着传统民族志原则将受到挑战 ,方法论上也
面临着某种意义上的变革。有学者因此将这种转型与变革上升到“挽救式民族志 ”的层面来
看待。特别是在“旅游文化 ” ( traveling culture ) ④ 成为社会的重要现象 ,而“旅行理论 ”
( traveling theory)上升为当代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时 , ⑤民族志研究的转型与变革也就显然势




简言之 ,对民族志叙事和“写文化 ”的反思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超越了某一种表述方式 ,甚
至超越了某一个学科的樊篱和学科所遵循的原则范畴 ,而成为对叙事范式的认知与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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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pp. 52 -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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